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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營利組織的功能可以彌補政府與企業在公共服務方面有所不足

之處。但非營利組織所產生未能善用大眾捐款、帳目不清、運作效率低

落、管理能力欠缺等現象，將降低社會大眾對於非營利組織之信任。非

營利組織績效評量指標將有助於社會各界對非營利組織績效表現進行檢

討，可為政府補助及企業捐助非營利組織之參考，並對受贈的非營利組

織績效進行評量。

本研究根據非營利組織績效評估指標相關文獻進行理論探討，並以

質化（文獻分析、焦點座談、德菲法）研究方所獲結果，為量化（問卷

調查）分析方法之變數篩選基礎，以建構非營利組織績效評估制度。

本研究建構出一般性非營利組織、倡議型非營利組織、及服務型非

營利組織等三種類型非營利組織之績效評量指標系統。非營利組織績效

評量指標系統之指標面向，包括「治理」、「人力資源」、「功能」、

「財務」與「網絡關係」五個面向。三種類型非營利組織之指標項目權

重值具有明顯差異。透過此一績效評量指標系統所獲之各類型非營利組

織評量成果，可供補助或捐贈決策機制之參考。

                                                 
∗ E-mail: tpeng@sinica.edu.tw。

E-mail: rchiang@ntu.edu.tw。

E-mail: kmhsu@mail.nutu.edu.tw。

：99 9 15 ； ：100 8 16



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指標之建構 彭錦鵬、江瑞祥、許耿銘126

現代化工商社會中，政府的公共治理範圍和能力不可能因應民眾需求

而無限制擴張。一方面民眾的公共需求不斷增加，另一方面政府組織和人

力則因為財政預算限制而需要精簡。為提供人民充分的服務，公共治理因

此必須仰賴民間力量的協助，特別是非營利組織的參與，以彌補公部門組

織和人力之不足。

非營利組織的興起，彌補政府與企業提供對人民服務不足之缺陷（馮

燕，2005：2；林淑馨，2006：40）。正面而言，非營利組織在政府推動公

共政策與解決社會問題力有未逮時，可以迅速填補政府失靈所造成的窘

境。眾多非營利組織之貢獻長期累積之下，使社會大眾對於非營利組織常

抱持正面印象與期盼。然而，有關非營利組織濫用大眾捐款、帳目不清、

運作效率低落、管理者能力欠缺等負面報導，經常會降低社會大眾對於非

營利組織之信任。此一現象促使社會各界開始重視非營利組織的管理、監

督、運作之績效機制（江明修、梅高文，2003：138）。

其次，以非營利組織之關係人而言，我國各大企業對於非營利組織的

捐款活動愈趨頻繁，逐漸形成風潮。企業捐助非營利組織的公益活動通常

金額較個人捐款龐大，長期而言，企業捐助非營利組織也應該符合企業成

本與結果導向的運作原則。理想上，捐贈者基於重視自身權益的觀點，必

須對於捐贈對象的非營利組織，具有較為客觀的評量機制，進而強化非營

利組織建立績效評估機制的需求（Chisolm, 1995: 142）。企業組織從而可以

透過績效評估制度以選擇受贈標的之非營利組織，並對受贈的非營利組織

績效進行評量。

從公共利益、社會發展、社會和諧、非營利組織的社會貢獻等各種角

度來觀察，現代社會均需要較為整體而系統性的研究和觀察，形成對於非

營利組織績效評量的制度，建立對非營利組織更為客觀、系統性的理解。

非營利組織類型繁多，對於各種不同的非營利組織，應該有共同的運作績

效指標以進行評量，但對於非營利組織的不同型態，也應分別建立不同的

績效評量指標，以求績效評量的正確與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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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政府部門與實務界，雖基於業務需要已發展出各種不同目標的

評估機制，但是類評估多以基本營運資料為主，而仍然缺少一套普遍適用

的績效評量指標機制。因此，本文將透過分析非營利組織與績效評估之內

涵，從而系統性地建構評估非營利組織績效之指標系統。

本文首先檢視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指標等相關議題之文獻，繼之分

析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議題之相關論述，以為本研究之基礎。

非營利組織最早興起於美國，且以「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之

名稱出現，而有別於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非營利組織具有獨特的使命、

文化、資源和行為模式，數量隨社會多元化而日益眾多，在共同使命的號

召下，匯集可觀的人力、物力與資源，產生對社會明顯的影響力，從而逐

漸形成為獨立於政府和商業之外的部門。以下分從定義、特色及範圍，簡

要說明非營利組織之內涵。

非營利組織發展多元，形態各異，目前一般學者最普遍之稱法為「非

營利部門」（non-profit sector）或「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有關「非營利組織」定義，就字面上來看，顧名思義即「不以營

利為目的之組織」。以下簡要敘述重要學者對於「非營利組織」之定義。

美國學者 Wolf (1990: 6)給予非營利組織一個描述性的定義，即非營

利組織必須具備為公眾服務的使命；必須於政府立案並接受相關法令規章

管理；必須為非營利組織或慈善組織；經營結構必須排除私人利益或財物

之獲取；經營得享有政府賦稅上的優惠；捐助或贊助得享受賦稅之優惠。

管理大師 Drucker（余佩珊譯，1994）將非營利組織界定為「具備法人資

格之正式結構的民間組織，必須在政府部門法律的規範下運作，其具有自

我管理能力，以公共利益服務為目的，非以營利或自身成員謀利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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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達成公益目標」。江明修（1994）將非營利組織定義為：具備法人資格，

以公共服務為使命，享有免稅優待，不以營利為目的，組織盈餘不分配給

內部成員，並具有民間獨立性質之組織。陳金貴（1994）將非營利組織定

義為：具有正式結構的民間組織，並由許多志願人士組成的自我管理的團

體，其組織的目的是為了公共利益服務，而非為自身的成員謀福利。

就上述定義的核心概念而言，非營利組織在本文中將定義為：經由政

府立案的正式組織，其組織具有公益性目標和制度性管理，成員屬志願參

與，且不以營利為目的。不過在實際運作上，非營利組織可以營利行為維

持財務運作，只是非營利組織之利潤不得分配給其成員。

由於非營利組織是以公共服務為宗旨，不以私利為目的，其各項收入

只用於與創設目的相關的事業上。政府部門在租稅上提供相關優惠措施做

為鼓勵，所以這類組織大都具有一些有別於政府部門與企業部門的特質，

以提供社會不同的服務項目，並補充政府部門服務之不足。有關非營利組

織之特色，學者意見不一，以下僅概述代表性的說法。

1. Kramer (1987) 將大多數非營利組織的特質、目標和實際功效，歸納

出四種功能。

(1) 開拓與創新的角色功能－因具有組織彈性、功能自發性、民主代

表性，非營利組織對社會大眾需求較為敏銳，常能挾多樣化之人

才，發展出應時之策略，並規劃執行，從實際行動中驗證理想，

嘗試出合宜的工作方針與方法，引領社會革新。

(2) 改革與倡導的社會功能－非營利組織往往從社會各層面、角落的

參與和實踐中，洞察社會脈動之核心，並運用服務經驗展開輿論

和遊說，具體促成社會態度之改變，引發政策法規的制定與修

正，負擔整個社會體系與政府組織的監督批評。

(3) 價值維護的角色功能－非營利組織透過實際運作系統的激勵民

眾對社會事務的關懷、參與、提供社會菁英和領袖的培育場所，

觸發一般民眾之人格提昇與生活範疇，均有助於民主社會理念及

各種正面價值觀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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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提供的角色功能－當政府礙於資源與價值的優先順序規劃

的限制，而無法充分實踐其保衛福利功能時，非營利組織種類、

多樣化的傳輸，恰能彌補這種差距，相對地也提供更廣泛的選擇

機會，發揮人權尊重之本意。

2. Salamon (1992) 認為非營利組織的特質如下所述。

(1) 正式組織（organization）：應有某程度的制度化，並得到國家法

律的合法承認。因此，即使是對民眾的生活非常重要的臨時性和

非正式性的人民集會，亦不包括在非營利組織之中。

(2) 私人的組織（private, as opposed to governmental）：必須與政府

組織有所區隔，既不是政府組織之一部分，也不受政府官員所充

任的董事會管理，但不意味不接受政府支持，或是政府官員不能

擔任非營利組織的董事，主要原則在於非營利組織的基本結構是

民間的私人組織。

(3) 非利益分配（non-profit-distributing）：組織不是為了擁有者而生

產利潤，要將每年營利收入與財源收入，用於組織的使命與基本

運作上，而非分配給組織的出資者，此乃非營利組織與企業之最

大殊異。

(4) 自主性管理（self-governing）：非營利組織自己管理自己，能夠

監控自己的活動，有內部的治理程序，不受其他外界的監督與控

制。

(5) 志願性的（voluntary）：非營利組織有某程度的志工參與組織活

動或事務管理，特別是志願領導的董事會。

(6) 符合公共利益（public benefit）：非營利組織的主要目的，是提

供公共服務及公共財。

3. 蕭新煌（1999）在非營利組織的研究文獻上，區分出下列五種非營

利組織的功能。

(1) 發現和創造新的領域：許多非營利組織提供慈善服務與救援工作

給需要救助的人或弱勢團體，如針對原住民、身心障礙者、清寒

子女、低收入戶等，充分展現社會關懷的一面。

(2) 發起與提倡新的改革：八十年代以後，某些非營利組織超越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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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慈善服務工作，而設定自己的目標，針對社會議題與人權問

題，直接參與社會改革運動，希望創造更美好的臺灣。

(3) 保護和維繫某些社會價值：新興的非營利組織是社會政治轉型的

產物，因此更關心出現的社會議題。他們的設立，是為了回應社

會之所需，也往往將自己視為是社會代言人。

(4) 提供服務給有需要的個人與團體：一些非營利組織是提供個人或

團體直接支援，有些具有「社會服務功能」，有些則具有「倡導

性角色」，更有些具有「諮詢性功能」，以對改革提出具體的建

議。

(5) 擴大社會參與的方法與管道：各種新興、多元的非營利組織具有

不同的目標、動機與策略，將有助於擴大社會參與範圍。整體而

言，臺灣新興、多元的非營利組織，社會參與程度大幅擴張，政

府與社會對於他們推動臺灣現代化所扮演的角色，都給予高度肯

定，因此，非營利組織所擁有的合法性，在今日的臺灣是已經確

立。

根據上述學者看法，我們可以發現非營利組織本質上是公益的、非營

利的、不屬於政府部門、自主，也因為此組織是具有公益性質，所以所有

權並不歸屬特定私人。再者，因為非營利組織不是以營利為目的，所以淨

利或是所得的多寡，並非是該組織運作主要考量的依據。最後，一般非營

利組織具有非政府及自主的特性，所以在某些方面業務的執行，會較政府

單位有效率及富有彈性。

當我們提到非營利組織時，實際上其範圍涵蓋了「鄰里組織」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s）、

「私人志願組織」（ private voluntary organizations）、「慈善組織」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獨立部門」（independent sector）、「第

三部門」（ the third sector）、「基金會」（ foundation）、「非政府」

（nongovernmental）及「非商業」（noncommercial）的組織（Hodg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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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Young, 1993），所以非營利組織範圍甚廣。但若以宗旨、目標做為

分類之依據，主要的類型可分為文化教育類、文化藝術類、社福慈善類、

醫療衛生類、環境保護類、經濟發展類及其他等類型（財團法人喜馬拉雅

研究發展基金會，2001）。

近年來我國各種非營利組織因應社會需求而蓬勃發展，但在政府與社

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提升組織效能乃成為非營利組織是否能健全發展的

關鍵因素；而如何評估組織效能，也就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本文認為非

營利組織績效評量制度的建立，除需精確掌握非營利組織使命與組織設計

的連結外，亦應同時考慮非營利組織內部及外部利害關係人的觀點；而來

自組織內部所產生的評量方法雖能反映真實的情形，但若加上外部專家學

者客觀的意見，則可跳脫侷限內部思考的視野，而得以多元角度來進一步

評量，才能達到組織績效評估之信度和效度的要求。

有關組織績效評量的方法眾多，諸如指標法、民意調查法、成本效益

分析法、迴歸分析法及效果追蹤法等，其中最常用的為指標法。指標法係

針對整體和分項目標分別以數量化指標來代表，俾便衡量目標實現程度。

指標法之運用，首先應確定績效目標值與衡量指標，尋找指標時應注意所

有指標能否周延表現評量之目的與對象，並分別針對各項指標賦予權數以

便進行加權計算，作為績效評量的依據。

指標是一種測量的工具，績效指標即是測量組織的各項行為與作業成

果的工具。透過績效指標的建立，管理者可以評量組織內各項活動的執行

情形及成效，並據以進行後續的管理工作。非營利組織的績效評量是指達

成組織使命程度的衡量，但非營利組織使命往往過於廣泛或抽象，因此非

營利組織在評量整體或部門績效時，經常遭遇到「績效該如何衡量」的問

題。績效如何衡量可分為兩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績效的決定因素，亦即

是影響績效表現的變項，用來探討組織運作的適當性。第二部分探討績效

高低的變項，亦即是績效衡量指標，用來表示組織結構、過程或結果等系

統構面的明確標準。換言之，前者探討的是「那些因素決定了組織效能表

現」；後者則是「根據那些標準可以顯示組織達成預定績效水準」。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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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將依序討論指標的定義、指標建構的原則、績效評量的具體指標，最後

據以研擬本項研究的績效指標。以下簡要說明目前學術界及實務界對於組

織績效評估指標之定義、建構原則與種類的主要看法。

de Neufville (1978) 將指標定義為：指標係指一種建構，一套收集資料

或整合資料，用來代表某一概念的程序。指標建構的目的是對概念進行測

量，透過建構相關的指標，可以清楚地呈現出概念所代表的意義，避免概

念過於模糊，無法讓一般人瞭解。司徒達賢（1999）認為非營利組織的績

效指標可從幾個角度來衡量，包括：使命是否被社會接受？效率是否良好？

人力物力資源是否持續投入？服務對象、財力、物力及人力資源彼此間是

否均感到滿意？服務對象、業務運作、財力物力資源、人力資源及提供服

務等五者是否相互平衡？服務對象、財力、物力及人力資源三者間是否合

理轉換？ 基此，本文將「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指標」定義為：「一套用來

搜集和評量非營利組織各項活動執行情形成效的工具，透過它以評量組織

整體運作及追蹤組織的績效，提供組織明確、簡潔、重點且有效的判斷資

訊，以做為非營利組織經營管理的參考依據」。

Carter、Klein 與 Day (1992) 引用系統論的觀點，認為績效管理模式可

從投入、過程、產出、結果四個層面加以分析；而理想的績效指標，應符

合下列標準。

1. 一致性：衡量時在時間及標準上應有相同的基礎。

2. 明確性：指標應定義明確，易於瞭解，且可驗證。

3. 可比較性：衡量結果可以比較優劣。

4. 可以控制：衡量範圍需為主政者可控制的職權範圍，不易受到外在

因素影響。

5. 權變性：指標需考慮內外在環境的差異性，並隨環境變化做適當調

整。

6. 有限性：指標需有一定的範圍，且集中在有限數量指標上，因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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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項目不宜過多。

7. 廣博性：指標須涵蓋管理的所有面向，可反應全部績效。

8. 相關性：指標所使用的資訊須正確且能衡量出特定的需求與情境。

9. 可行性：指稱能為各級成員接受，符合組織文化。

除上述原則之外，Rose 與 Lawton (1999) 認為良好績效指標尚需具備信

度、效度、時限性、敏感性與成本效益。

在非營利組織中，管理階層若欲引進績效管理做為決策工具，必須先

了解課責指標（accountability measures）與績效指標（performance measures）
之間的差異。課責指標通常會牽涉到組織的財務問題，並且會進一步地衡

量是否與組織的基本目標相符（Hatry, 2002；Mullen, 2004）；至於績效指

標則是主要關注在財務投資的結果。簡言之，課責指標與績效指標都是用

來衡量組織成功與否，以及是否能夠長期永續經營。

美國非營利組織的績效衡量深受「營利組織」以及「公部門」的影響

（Newcomer, 2008）。Moravitz (2008) 即指出，由於非營利組織效法公部門

的績效衡量方式，包括如美國聯邦政府在一九九三年制定的「政府績效與

成果法」（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of 1993）、一九九

四年的「聯邦採購流程法」（Federal Acquisition Streamlining Act of 1994）、

一九九六年的「資訊技術管理改革法」（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form Act of 1996），以及二○○二年的「方案審核評等工具」（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 Tool, PART）等，因此非營利組織已逐漸產生一套完整的

績效衡量制度。

此外，就公部門而言，將服務工作以契約方式委託給非營利組織也等

於是一種公共投資；因此，也會要求非營利組織必須承擔契約責任（Hatry,
1997；Lindgren, 2001；McBeath and Meezan, 2006；Poole et al., 2000）。從

私人基金會來看，他們也希望透過財務或計畫的課責，確保投資能夠有所

回報（Benjamin, 2008；Easterling, 2000；Ritchie and Kolodinsky, 2003；Tassie
et al., 1996）。再就非營利組織的管理階層而論，由於自身具備的私部門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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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因此也希望透過績效衡量的方式，了解組織的成果究竟是否符合預期

（Buckmaster, 1999；Newcomer, 2008）。

一般來說，非營利組織績效衡量的過程可以由外部的利害關係人（例

如捐贈者、政策制定者、基金會……等）來進行，同時也可以徵詢問內部

利害關係人（例如管理階層、員工以及服務對象）的意見（Speckbacher, 2003:
276）。以下將分就這兩個部分予以進一步討論：

1.

在外部利害關係人方面，Moxham 與 Boaden (2007) 研究英國接受政府

服務契約的社區志工組織，結果發現這類組織必須根據服務成效向大眾負

責。而 Woods 與 Grubnic (2008) 更明確指出，志工組織必須依照外部利害

關係人的要求，訂定並滿足績效目標。McCarthy (2007) 探討波士頓教區

（Archdiocese of Boston）的信仰組織（faith-based organizations），發現這

些組織特別重視財務的課責，並且根據利害關係人的要求訂定具體績效指

標。另外，根據 Zimmerman 與 Stevens (2006) 分析南卡羅來納州非營利組織

的結果，這些非營利組織的績效指標特別重視如何獲得穩定的財源。

由於人力資本的投入不見得可以獲得明顯的效益，因此非營利組織在

處理績效指標的問題甚至比營利組織更形複雜，也經常必須與外部的利害

關係人針對績效指標的問題進行談判（Behn, 2003；Moxham and Boaden,
2007）。此外，每個外部利害關係人對非營利組織的掌握比重都不相同，

究竟應該以何者的意見做為績效指標的主要考量，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Hatry, 2002）。

2.

非營利組織的內部績效衡量可以帶來決策上的顯著效益，包括預算調

整（Joyce, 1997；Moravitz, 2008）、組織學習與發展（Buckmaster, 1999；
Moynihan, 2005），以及關注計畫焦點（Kaplan, 2001）。大致而言，非營

利組織的績效評量指標主要可以分為三個類別：組織效能、計畫效能、財

務績效。首先，在組織效能方面，通常需要多層次的內部結構指標才能測

量出組織是否確實發揮效能，包括如資源的有效利用、人力資源管理、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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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環境的策略應對等（Behn, 2003；Geer et al., 2008；Hall and Kennedy, 2008；
Kaplan, 2001；Schalock and Bonham, 2003；Sowa et al., 2004）。同時，針對

非營利部門的組織效能績效，協力夥伴關係（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s）的

質量問題也是相當重要的（Hall and Kennedy, 2008）。

其次，在計畫效能方面，Mullen (2004) 認為該類別的指標必須建立在

「普遍認定」（generally agreed-upon）的成功定義上，包括如結果（outcome）
的成功、品質（quality）的成功、以及效果（effect）的成功。Forbes (1998:
184) 也提出兩個計畫效能的測量面向，一個是目標達成，另一個則是內部

利害關係人的評價。許多學者（Aristigueta, 2008；Cairns et al., 2005；Hatry,
2006；Van Dooren, 2008）進一步提出測量計畫效能的具體方法，例如運用

既有的行政管理資料（如顧客待辦時間、顧客抱怨的次數或頻率）、透過

問卷調查了解顧客滿意度、專業人士的評價。

最後，財務績效方面的指標在非營利組織也經常成為關注的焦點

（Moxham and Boaden, 2007）；部分學者（McCarthy, 2007；Ritchie and
Kolodinsky, 2003；Sowa et al., 2004；Speckbacher, 2003）甚至認為財務績

效是非營利組織整體績效優劣的主要評斷標準。學者提出兩類非營利組織

財務績效的主要測量指標，一類是「財務課責」（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指標（Keating and Frumkin, 2003；McCarthy, 2007；Whitaker et al., 2004），

主要的測量指標是「財務透明度」（fiscal transparency）（例如 Geer et al.,
2008；Greenlee et al., 2007；Keating and Frumkin, 2003；Whitaker et al.,
2004）；另外一類則是「財務效率」（financial efficiency）指標（Frumkin
and Kim, 2001；Ritchie and Kolodinsky, 2003），用以了解非營利組織需要

多少營收或者是需要多少財源的投入。例如 Ritchie 與 Kolodinsky (2003:
375-376) 藉由三項量化指標來測量非營利組織的財務效率：募款能力（包

括募款總金額∕募款過程支出、民眾直接捐助∕募款過程支出）、財務表

現（獲贈捐助總額∕總支出、總收入∕總支出）、民眾支持度（獲贈捐助

總額⁄總收入、民眾直接捐助∕總資產）。此外，Melkers (2003) 認為非營

利組織應該採取「績效預算」（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的作法，如此

可以改進傳統的項目預算方式，並能有效連結非營利組織的服務效果，發

揮社會影響力。Moravitz (2008) 則進一步提出以「績效預算」的概念來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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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非營利組織的財務績效，主要包括四項內容，第一是策略計畫連結組織

使命，第二是策略計畫連結策略目標，第三是根據財務狀況來決定策略計

畫的預算與項目內容的優先性，第四是定期地評估整體策略過程。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OECD）所出版「追求成果：績效管理的實務」（In
Search of Result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ractices）（1997），其探析政府

績效管理的重點，非營利組織亦需兼顧這些層面而言，包括：

1.

過程係指組織達成既定目標程度的效能，透過特定計畫之執行，比較

其結果與預定目標間之差異。

2.

效率係組織運用資源的能力，即以最低成本或最少資源獲得最大之產

出。

3.

由於非營利組織的特殊性質，致使其服務的成果相當受到重視。因此

許多實務者與學者偏好以服務品質，做為評估非營利組織績效之項目。

4.

非營利組織必須永續經營，因此其賴以維生的財務之主要管理重點即

在於維持組織財務的穩定運作。

5.

非營利組織經常必須與內外在之網絡行為者互動，因此當評估非營利

組織整體績效衡量時，即需關注外在行為者對其之評價與互動關係。

國內與非營利組織績效指標的相關研究，亦可歸類於 OECD 的五個構

面，如表 1 所示。



政治科學論叢∕第四十九期∕民國 100 年 9 月 137

表 1　國內與非營利組織績效指標的相關研究

構 面 國內與非營利組織績效指標的相關研究及其指標項目

過 程

•王韡康（1998）：健全的董監事會、明確的組織章程、專職人員與

志工的人數、專職人員的離職率

•蔡啟源、陳秋蓉（1995）：員工離職率

•陳定銘、莊文忠（2004）：使命、治理結構、業務發展、職工、志

工

•陸宛蘋、官有垣（2008）：董事、監事之人數與組成、董監事開會

次數、董事會設置委員會與功能發揮、人力規模、員工近三年的離

職率、員工的管理與發展

效 率

•蔡啟源、陳秋蓉（1995）：資源取得、創新性

•王韡康（1998）：定期專職人員與志工培訓計畫、舉辦活動的次數、

平均每服務人次成本

•司徒達賢（1999）：效率、投入的程度

•鄭美愛、王韡康、張錫惠（2003）：教育訓練

服 務

•蔡啟源、陳秋蓉（1995）：服務率、作業時間、服務品質

•司徒達賢（1999）：使命達成度與社會接受度、滿意度

•鄭美愛、王韡康、張錫惠（2003）：舉辦的活動內容與成立宗旨相

符、服務的內容符合民眾的期待、與活動目標達成率

財 務

•陳定銘、莊文忠（2004）：收入和支出、財務課責度

•鄭美愛、王韡康、張錫惠（2003）：健全的財務制度（公開化、透

明化）

•陸宛蘋、官有垣（2008）：財產總額、動產及不動產之變動、近三

年經費的主要收入、近三年經費的支出分析、從事投資活動、財務

管理上遭遇的困難

外在環境

•陳定銘、莊文忠（2004）：社會互動、公共關係

•鄭美愛、王韡康、張錫惠（2004）：與社會互動的情況

•陸宛蘋、官有垣（2008）：發行刊物、與所在社區互動、近三年來

與國內外 NPO 的合作情形、與政府部門的互動情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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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我國相關學術界與實務工作者，所建構非營利組織績效衡量指標

之構面，與 OECD 的績效評估構面大致相符，因此本研究即參考以上指標

項目以做為建構指標系統之基礎。

本部分承續前一階段之文獻分析做為基礎，繼之將透過專家問卷、焦

點座談建構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之指標系統，並進而以層級分析（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的方法與軟體，計算出每個指標項目的權重值。經

由指標項目的建構及其權重值的計算，從而形成完整的指標系統。

從公共政策的過程論觀點，針對組織的運作與活動設計並挑選出具有

代表性的指標，不僅可以幫助決策者檢視政策制定與執行過程的合理性，

也可以做為組織與社會大眾溝通的依據（莊文忠，2008：75-76）。指標與

綜合指數的建構，是希冀在欲觀察的標的中，尋找具有代表性定義的變數、

測量單位與尺度。

以下彙整幾位不同的學者，對於績效指標建構方法的建議。陳德禹

（1993）認為績效指標的決定大都是由研究者所設定，並引用 Epstein (1984)
的看法，表示績效指標設定的步驟為：(1) 界定所欲探討之績效定義與量測

主題；(2)蒐集相關文獻；(3)根據績效定義與量測主題，與文獻加以比對，

以擬定績效量測指標。張鈿富（1999）認為指標的建構通常都是以文獻探

討為基礎，再應用德菲法和專家座談的方式，以蒐集學者專家的意見建立

一套理論與實務兼具的指標體系。

根據上述學者之觀點，在將單一指標給予辨識、挑選、相對重要性的

評斷，並進一步彙整為綜合指數之方法時，大多以專家意見調查法為主。

故而，本文除前述文獻檢閱之外，另採用以下各項之研究方法，包括：

1. 德菲法：在專家意見調查法中，以德菲法（Delphi Technique）較為

常見，且自 Dalkey 與 Helmer (1963)發展以來，已被運用於許多不

同的領域。德菲法是「一種結構性的團體溝通過程，過程中允許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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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員就某議題充分表達其意見並受到同等重視，以求得在該複雜

議題上意見的共識」（Linstone and Turoff, 1975）。因此，德菲法是

一種群體決定的方法，以數回合問卷調查的過程，透過多次意見溝

通往返，彙集各領域專家對於某一特定議題之觀點、經驗與直覺判

斷，於問卷反映中瞭解他人意見、修正自己看法，達到專家群體具

有共識性的看法，且利用匿名之互動交換意見，並以多次問卷及其

統計分析予以回饋（Murry and Hammons, 1995），將可獲得較為全

面性的意見，同時具有會議和傳統問卷調查法的優點。

2. 焦點團體座談：本研究初擬之指標系統，經由專家學者群德菲法過

程的檢視與腦力激盪，得以初步建構出指標系統。然為使此套指標

更具實用性與精緻化，本研究規劃召開三場次之焦點團體座談。焦

點團體座談邀請非營利組織之負責人、實務工作者、研究學者、政

府及相關組織之專業人士，進行焦點團體座談，以建構與確認指標

系統之實務可行性。

3. 層級分析：根據諸多學者（Chiang et al., 2010；Kim and Kumar, 2009；
Komashie et al., 2007；Wu et al., 2008）的看法，在建立評估指標時，

可先運用德菲法，由各專家學者判斷各指標的妥適程度；繼之，再

利用層級分析法的計算分析，便可計算出各項指標的權重，做為評

比決策的判斷。AHP 是透過集體決策的特性，將個別受訪者的意見，

進行層次分明的系統整合分析，並將調查結果以數值單位產出，以

清楚了解各項指標項目間相對重要性之排序，同時也可建立不同屬

性非營利組織型態之各項指標項目的權重體系。簡言之，AHP 的優

點是用群體調查的結果，歸納出各項指標項目的客觀權重。

4. 問卷調查：透過指標系統的建構與實證檢驗，本研究已確認各指標

項目之適用性。本研究透過更為廣泛的問卷調查，瞭解臺灣不同屬

性的非營利組織，在其所屬類別之中的實際運作現況。因此本研究

以前述之指標系統，配合指標項目之說明與評分標準，藉由非營利

組織之自我評分，瞭解不同類別非營利組織的績效，並進而判斷出

不同類別非營利組織的特殊性指標項目與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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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前述「非營利組織」與「績效評估指標」等各種文獻檢視之後，

本研究參考 OECD 績效指標的面向，並依照現行有關 NPO 與 NGO 文獻，

初擬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指標系統之面向、變數與具體指標。根據此項初

擬之指標系統，本研究隨即針對「非營利組織」與「指標建構」兩大議題，

邀請國內相關之學者專家，協助專家問卷的填寫。專家問卷的主要目的，

是經由專家學者群的腦力激盪，協助檢視前述之初擬指標系統，以獲得更

具科學性的指標項目。本研究邀請參與專家學者之專業背景說明，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研究邀請參與專家學者之專業背景說明

編號 任 職 單 位 專 家 學 者 專 業 背 景 說 明

1 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 公共政策、第三部門、公共行政

2 中央警察大學行政管理學系 公共政策、組織管理理論、危機管理、公私協力

3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 公共政策、醫療政策分析、研究方法、知識管理

4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
政府部門知識管理、電子化治理、政府績效管理

與評估、透明治理

5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 財務行政、公共經濟、新制度經濟學、組織行為

6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
非營利組織使命與領導、非營利組織管理、組織

理論與管理

7 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公共政策、政府預算、績效衡量與管理、府際關

係與管理

8 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人事行政、公共管理、公共關係、非營利組織管

理、志工管理、人力資源管理、危機管理、公民

社會、社會企業

9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抽樣調查、選舉預測、社會科學統計方法

10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公共政策、財務行政、行政學

註：依照專家學者任職單位之筆畫順序排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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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邀約完後，即將初擬之指標系統，送交學者專家填答，由學

者專家根據各項草擬指標之適切性加以評估。而各項指標面向及其下測量

指標之操作化定義，在初步草擬時曾逐一編列，並於德菲法過程中送交專

家學者參考，俾利專家學者判斷指標面向及項目之妥適性。

若某一指標是不適當的，就請專家學者於「修改意見與建議」欄中解

釋其原因或修改的建議。其次，在該面向中，若有應增加之其他變數或指

標，也請其於該面向項下之空白指標欄中填寫，並勾選其適當性。再者，

對於該面向中其他意見之補充，亦請其於「建議事項」欄中填寫。如此，

將能減少本研究之主觀性，更增加研究之科學性。

根據十位專家學者檢視初擬指標所提供與彙整的意見，本研究隨即連

續召開兩次焦點團體座談。其中第一場次焦點團體座談所邀請參與之專家

成員，即為前一階段協助本研究進行德菲法之專家學者群。而此次焦點團

體座談召開之目的，在於確認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制度指標系統。本研究

原先草擬之指標系統於第一次焦點座談會議中，經由與會學者集思廣益，

除增修指標項目之外，更將增修後之項目，依其屬性重新歸類與命名，建

置出「治理」、「人力資源」、「功能」、「財務」與「網絡關係」等五

大指標面向，並獲致包括五大面向、二十四項之指標系統（請參見表 3）。

針對此項指標系統，本研究據之製做 AHP 問卷，並依照 AHP 之分析流程，

獲致完整之非營利組織績效評估指標系統，其各評量面向與指標的權重，

如圖 1 所示。

依據圖 1 所示，從指標系統的五大面向觀之，專家學者判定之面向重

要性，按照權重值大小，依序是「治理」（0.4011）、「功能」（0.1993）、

「財務」（0.1783）、「人力資源」（0.1269）、「與網絡關係」（0.0948）。

繼之，本研究在 2008 年 9 月 2 日召集第二次焦點座談，邀約參與第二

次焦點座談的專家學者，其中包括參加第一次焦點座談之三位學者，並另

外邀請三位 NPO 實務工作者。此三位實務界的專家，分別為台灣兒童暨家

庭扶助基金會、臺灣紅絲帶基金會與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之代表。

於此次座談會中，由三位非營利組織實務工作的從業人員檢視指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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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照指標系統的各項指標，依序說明該非營利組織的實務運作狀況，俾

使本研究對於實際狀況能夠容易掌握。甚且，六位與會者大致上皆認同本

研究前一階段所建構的指標系統，但是亦認為一般性指標系統無法適用於

所有非營利組織，因而建議應進一步將指標系統區分為服務型與倡議型非

營利組織兩類。

表 3　本研究擬定之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制度指標系統

面 向 指 標

明確的公益使命認知

資訊透明度

決策與領導品質

組織創新能力

治 理

理事會（董事會）開會出席率

職工職能與素質

志工參與之人時數

職工流動率

舉辦職工教育訓練次數

人 力 資 源

舉辦志工教育訓練次數

服務對象的滿意程度

活動目標達成率

媒體曝光度

舉辦公益活動次數

功 能

組織行銷與公關

捐款徵信透明度

預算配置合理性

總收入成長率
財 務

捐款人再次捐款比率

與其他組織的協力關係

學者專家參與諮詢程度

接受個人捐助佔整體收入的比例

接受政府補助佔整體收入的比例

網 絡 關 係

接受企業捐助佔整體收入的比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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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指標架構與權重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承續前述兩場次焦點座談之後，將此套指標系統運用於台灣在

社會觀感、運作成效等方面皆較為成熟且具代表性的非營利組織之實際個

案檢證工作，以測試指標的實用性。首先，本研究挑選出包括伊甸社會福

利基金會、陽光社會福利基金會、心路社會福利基金會、兒童福利聯盟文

教基金會等服務型非營利組織，以及消費者文教基金會、臺灣癌症基金會、

臺灣醫療改革基金會、婦女新知基金會、臺灣競爭力論壇等倡議型非營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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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經由本研究成員實地進行訪查，並藉由前一階段所建構之指標系統，

檢視前述九個非營利組織之運作績效並予以評分，然後再依照各指標的細

部項目進行權重值換算，進而算出九個非營利組織現行運作的績效分數。

研究團隊也針對項目之合適性與現場檢視的結果，加以分析檢討，以便深

入了解本指標系統之適用性。

本研究成員在分別實地訪視前述九個非營利組織之後，根據指標系統

的評分項目進行評分工作，並檢討評分結果在進行權值換算作業之後的適

當性。然而，此處所述非營利組織的績效分數，僅供未來各機關單位對於

非營利組織進行評量作業之參考，而不應加以引用為此九個非營利組織的

績效分數；此項績效分數，僅為本研究以評分過程作為後續組織績效評估

之施作範本，並不適合做為該非營利組織運作的最終評價，而仍須以補助

或捐贈單位之實際評分為主。整體而言，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8.51）穩居

第一，陽光社會福利基金會位居第二（8.06），臺灣醫療改革基金會與中華

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並列第三（8.05）。不過值得一提的是，例如中華民

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對於一般臺灣民眾而言，無論在社會觀感、運作成效

等皆較為成熟且具代表性的非營利組織，但在田野調查的九個非營利組織

中，排名第三。

但若是依據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的結論，當將非營利組織區分為

倡議型與服務型兩類時，則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即成為倡議型非營

利組織的第一名。因此將非營利組織按照類型區分，則分類後所呈現田野

調查的結果，也較為符合目前社會大眾的認知，亦更確認第二次焦點團體

座談出席代表的建議，較能因應實際運作的現況。

依一般學術研究中，大多以功能作為分類標準，例如學術文化、醫療

衛生……等，但本研究希望能夠將所有類別都予以含括，特別是依照第二

場次焦點團體座談所得之結論以及本研究所進行田野調查之實際成果，而

將非營利組織區分為服務型與倡議型非營利組織。服務型非營利組織主要

是對於特殊族群提供特別照顧，希望能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倡議型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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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組織則是對於環境、婦女、教育等各種不同議題，持續提出組織之訴求

與服務，例如：婦女新知基金會（2008）。

本研究根據前述專家與焦點團體座談之結論建議，將非營利組織之績

效評量指標體系分為一般型、服務型及倡議型三類。一般型指標系統權重

之獲取，旨在建立標準評量體系，係以專家學者為主要建置人員。經由專

家學者所建構一般型之指標系統，其各項指標項目對於非營利組織而言，

不可謂不重要，因此甚難針對不同類型之非營利組織，增刪其中之指標項

目。

然而，為凸顯不同類型非營利組織在某些面向上之重要特質，因此本

研究依照不同類型非營利組織針對其所屬類型，填寫 AHP 問卷的方式，以

計算不同類型非營利組織指標項目之權重值，以呈現其分殊性。而服務型

非營利組織及倡議型非營利組織因以經驗價值建置為主，乃根據內政部社

會司所編印之全國性社會團體名冊（內政部社會司，2008），按照不同類

別，依其在全國非營利組織所佔比例，抽取問卷發放對象進行調查。

本研究依照上述不同類別之比例，挑選與寄送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問

卷。問卷寄發時間為二○○八年十一月十三日，回收截止時間為二○○九

年一月十三日。總計共發放 249 份，經催收後獲致有效問卷為 24 份。1 此

24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將其區分為服務型與倡議型兩類，其中服務型與倡

議型非營利組織各有 12 個。此份問卷，主要分為兩個部分，分別說明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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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

本研究團隊透過文獻研究與專家座談，已經研擬出非營利組織績效評

量之指標項目。為使研究結果能夠更符合臺灣非營利組織的發展現況，希

望參與填寫的非營利組織能夠根據問卷題目進行適當的修正，並建構不同

類別非營利組織的特殊性指標項目及估算其權重值。

協助填寫問卷的非營利組織，參照問卷所檢附各項指標內涵之定義說

明與評分標準，依照該組織之實際運作情形自行評分。各指標項目的評分

範圍是由 0 分到 10 分。而此項評分結果之平均數，將可做為未來該類型非

營利組織績效評估之參考標準或門檻值。

依循本研究建置之 AHP 分析流程，經以非營利組織績效評估指標系統

及依據服務型及倡議型之分類後，所獲致之績效評量體系與各評量面向與

指標的權重，分如圖 2、3 所示。

若從指標體系的面向來看，服務型非營利組織五大面向的重要性，依

序是「財務面向」（0.2794）、「功能面向」（0.2139）、「治理面向」（0.2036）、
「人力資源面向」（0.1942）、與「網絡關係面向」（0.1656）。倡議型非

營利組織五大面向的重要性，依序是「治理面向」（0.3045）、「功能面向」

（0.2020）、「網絡關係面向」（0.1905）、「人力資源面向」（0.1770）、

與「財務面向」（0.1705）。

在將「一般型」與「服務型」非營利組織指標系統相比下，可發現就

面向而言，一般型與服務型只有在「功能」面向的權數差距較小，分別為

0.20 與 0.21，其餘在「治理」面向（一般型 0.40∕服務型 0.20）、「人力

資源」面向（0.13∕0.19）、「財務」面向（0.18∕0.28）、「網絡關係」

面向等（0.09∕0.17），差距甚大。換言之，服務型非營利組織和所有非營

利組織的「平均」情形相比較，服務型非營利組織的績效面向在「人力資

源」、「財務」與「網絡關係」的權重會增加，而使「治理」權重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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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服務型非營利組織之指標系統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　倡議型非營利組織之指標系統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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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將「一般型」與「倡議型」非營利組織指標系統相比較，一般型與

倡議型非營利組織在「功能」面向（一般型 0.20∕倡議型 0.20）與「財務」

面向（0.18∕0.17）的權數差距較小，而在「治理」面向（0.40∕0.30）、

「人力資源」面向（0.13∕0.18）與「網絡關係」面向等（0.09∕0.19）差

距較大。換言之，考察倡議型非營利組織之績效時，績效數值結構相對於

所有非營利組織的「平均」情形，會使「治理」面向的權重降低，而使「人

力資源」和「網絡關係」的權重增加。

進一步分析，若以「服務型」及「倡議型」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指標

系統互相比較，「服務型」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指標系統比較強調「財務

面向」的重要性（權數值為 0.28），「倡議型」較為偏重「治理面向」的

重要性（權數值為 0.30）。如果比較「服務型」及「倡議型」非營利組織

評估的指標面向，在治理（權數值分別為服務型 0.20 與倡議型 0.30）與財

務面向（權數值分別為服務型 0.28 與倡議型 0.17）上差異較大。相對地，

在人力資源（權數值分別為服務型 0.19 與倡議型 0.18）、功能（權數值分

別為服務型 0.21 與倡議型 0.20）、網絡關係（權數值分別為服務型 0.17 與

倡議型 0.19）等面向上差異不大。

本研究在彙整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問卷之後，隨即於二○○八年十二

月二十六日召開第三場次焦點座談，目的是為檢視臺灣非營利組織績效自

我評量之結果、確認指標的接受性，以及不同類別指標系統的權重值。第

三場次座談會議的與會學者專家，除邀集第一與第二場次曾經參加焦點座

談的學者，另外邀請一位臺灣大學社工學系教授，以及心路基金會、永齡

健康基金會、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消費者文教基

金會、臺灣癌症基金會等代表。

經過與會專家學者之討論，大都認可本研究所建構之一般性非營利組

織績效評量指標系統，以及服務型與倡議型之特殊性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

指標系統等三套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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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建構之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制度，除為提供非營利組織之自

我評量以外，其評估過程亦可提供政府及企業界在進行對非營利組織之補

助或捐贈時的重要參考。故而，以下本研究針對此指標系統之實際運用，

提供進一步說明，以供後續應用之需。

針對寄送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問卷第二部分的自我評量題目部分，原

屬服務型與倡議型非營利組織，各有 12 份有效問卷，共計 24 份。經本研

究將原始分數由各指標項目的權重值換算統計之後，服務型非營利組織的

平均績效分數為 7.51（滿分為 10）、標準差為 0.98；倡議型非營利組織的

平均績效分數為 7.03、標準差為 1.57。
服務型與倡議型非營利組織之平均績效分數與標準差，爾後將可作為

該類型非營利組織績效評估之基準。若低於平均績效分數之標準者，顯見

其績效尚未達到一般水準，仍有待加強。因此此平均績效分數，可作為該

類別非營利組織自我評估之平均值，以此作為勾稽門檻，亦可進一步作為

其他非營利組織資助該組織的重要標準。此外，建議以負一倍標準差以上

為參考標準，以避免決策偏誤。

以一個資金捐贈者而言，若其設置一個資金補助的項目，可能會有許

多非營利組織會向其提出申請，只要符合基本條件者都會被收錄，而會產

生一個初選名單（long list）。資金捐贈者可依照申請者的自評分數，根據

本研究所得之服務型或倡議型非營利組織自評的平均績效分數予以篩選，

而產生一個決選名單（short list）。繼之，資金捐贈者再召集專家學者，針

對決選名單中的非營利組織，進行實際訪查，並根據實際訪查的結果，以

評判與彙整出應該獲得資金補助與補助金額之名單。以上運用本研究指標

系統之標準作業流程，可參考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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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運用本研究指標系統之標準作業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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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別。

運用本研究之成果時，若能明確區分非營利組織類別者，則宜採用其

所屬類別之特殊性（倡議型或服務型）指標系統。如果是「一般型非營利

組織」（無法區分類型者），即可依照本研究所建構之「一般型非營利組

織」指標系統計算，並根據每個指標項目不同的權重值，將原始分數轉換

並彙整為該非營利組織的績效分數。

本研究建構非營利組織績效評量指標系統之最重要目的，在於協助評

估一個非營利組織實際發揮的功能，是否達到一定的標準。如果某個非營

利組織能夠達到以本研究建置之組織績效評估方法所計算出之特殊性非營

利組織的平均評量分數，即代表該非營利組織已經具有相當制度化的發展

與成果。基於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對於前述三套指標系統之後續運用，

有下列三點建議。

1. 考察非營利組織之績效水準，應儘量注重非營利組織績效指標系統

中，各面向與所屬指標項目水準之「提升」，而非絕對值，或是和

其他非營利組織之比較。

2. 透過本研究得以瞭解非營利組織為達成其績效，所應重視之項目為

何。建議非營利組織可以根據本研究之績效指標系統，對於重要的

績效項目，進行適切管理與具體衡量，以提升重要指標之績效，進

而有助於達成其組織之使命。

3. 爾後若有單位或組織，願意與某非營利組織建構協力關係，或是提

供相關資源等，則透過本研究所建議之績效指標系統與評估施作方

法所衡量的結果，將是一項重要的參考依據。如果評估的結果較為

傑出，則可進一步建構較為密切的協力關係，或是提供較多的資源；

對於知名度較低、正在起步的非營利組織，其評估的結果或許未必

突出，但是若其具有發展潛力，則應採例外管理，以個案評估方式

衡量其績效表現，以達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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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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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rovide essential public services that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may fail to offer.This study,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establishes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s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o examine the
integrity and performance of various NPOs.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ree type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s for
variou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gener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ervice non-
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advocac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Eac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onsists of five dimensions:
governance, human resources, functions,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networking
relationships. The three type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dopt different
weightings for each dimension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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